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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第一节　　问题的提出

唐宋词的文化定位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唐诗宋词向来被视为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

的两朵文学之花，唐诗以它包罗万象、自由奔放的审美风格成为

大唐盛世的象征，也成为后人无法企及的文学典范。宋诗努力翻

新，却始终逃不出唐人的“势力圈”。而唐宋词却借着市井民间

的新鲜活力，以纵情任性的全新风格轻轻松松地从诗的国度里脱

颖而出，婉约词的柔美轻灵、豪放词的雄健激烈；小令词的含蓄

蕴藉、长调慢词的缠绵铺叙；雅词的精致典雅、俗词的泼辣生动

都使后代读者对它格外垂青。宋诗有意创新故能另辟蹊径，而宋

词无心变古却别开生面，为什么词能在唐诗以后获得如此的成

就？而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此后的文学发展中，诗歌不再是

一统文坛的盟主，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冲破

诗的樊篱，成为一代之文学？对此前人曾有过论述，如王国维先

生认为：

四言敝而有楚辞，楚辞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

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

多，自成习套，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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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以自解脱。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，皆由于此。

他认为文体“始盛终衰”的演化推动了文学的进步，然而

文学的发展历史并不完全是文体的演变史。文学现象终究不是自

然现象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（确切地说是文体发展的内部规

律），固然对文学丕变的发生起着一定的作用，但并不能因此将

之夸大为决定性作用，原因很简单，文学现象属于意识形态，受

经济基础的制约，也是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，因此我们说文体的

嬗递中，隐含着文化的裂变。闻一多先生则认为：

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，都是

无味的挣扎。每一度挣扎的失败，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

的徒劳无益而已。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，足足两千年的工夫

也够长的了，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。到此，中国文学史可

能不必再写，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 小说和戏

剧，早在旁边静候着，准备届时上前来“接力”。是的，中

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，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

时代。

他关于文学转型的大判断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，词在这一两

分法中被归到了传统文学中，而且被视为从建安到盛唐这一

“诗的时期”所拖的“灿烂的尾巴”。然而词仅仅是诗的尾声吗？

它那璀璨的光华仅仅是诗苟延残喘的回光返照吗？这不仅是任何

一个爱词的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结论，而且也并不符合词的实

①王国维： 《人间词话》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 年版，第

页。

闻一多：《文学的历史动向》，《闻一多选集》，四川文艺出版社 年版，

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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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成就。中国文学史上庞大的诗歌理论体系并不能完全涵盖宋词

的审美风格和美学意义，宋词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对传统诗歌

审美追求的继承和延续，它之所以能与唐诗相提并论，正在于它

的创新意义。而这些创新往往又与文人文化的对立面 市民文

化（也即本书稍后将作论述的商业文化）的发展密切相关。词

固然脱胎于诗，但又因创新而获得并保持着独特的个性，从而在

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诗分道并驰；文人词固然有诗化和雅化的趋

势，但它从来没有能拒绝俗文学的诱惑，俗词不仅是民间市井的

创作，也曾风行于文人阶层。诗词之辨、雅俗之争，在宋代就是

词人和词论者注目的焦点。词是否具有文体的独立性，词应该如

何进行文化定位的问题不仅是宋人的困惑，也是今天治词者的困

惑。实际上这恰恰说明词的文化归属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解

决，文学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，它不可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之内

一蹴而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各种创新因素的出现最初是在旧传统

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的，唐宋词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文学载

体之一，在总体上仍然表现出与传统诗文相类似的文学体貌，它

是先秦以来人性自觉和文学自觉的进一步发展，是传统文学思想

和审美思想的总结；另一方面，唐宋词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在

新的文化发展格局影响下的“异化”倾向，可以说，唐宋词特

殊文学个性的形成是文化转型时期新旧文化力量矛盾斗争的产

物，文化冲突成为词史演进的背景和动力。

自古以来，士大夫文人文化就是社会的主流文化，文人的兴

趣爱好和审美心理直接影响着社会文化心理，决定着一个时代的

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潮的整体风貌。但是，自宋代开始，社会文化

格局的单一局面被打破了，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主体地位已逐渐转

移，城市平民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，他们的文化要求打破了整个

社会文化结构的平衡状态，也就是说，城市平民文化不仅以具体

的表现形态成为宋代风俗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且还以相对独立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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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的状态冲击士大夫文化的统治地位。这一方面意味着两种文

化力量之间尖锐的冲突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雅俗对立；另一方面

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渗透，即雅俗消融。但是，需要强调的是，

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统一，已不再是士大夫文化对民间文化单向的

拒绝和主动的吸收，它同样表现为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抵制和

渗透，而且这种渗透最终将使文人阶层内部的审美追求发生分化

乃至质变。显然，新的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

本动力，所以说这不仅成为“宋之所以为宋，宋唐并论而又别

开局面” 的关键之所在，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

素。而词从南朝萌芽到宋代繁荣的发展过程恰恰与商业文化本身

的发展同步，与商业文化的作用从隐蔽逐步走向显著的过程同

步，因此体现出与文化冲突以及文学转型相一致的文学特征。

首先，从词的艺术风貌和审美趣味来看，词介于雅俗之间，

它的发展始终在谐俗和趋雅的矛盾中摇摆，从而形成了雅俗并存

的创作格局。唐宋词主要是一种用于贵族歌筵酒席和城市青楼酒

馆的音乐文学，其乐则繁声淫奏，其辞则香艳哀顽。由歌妓合乐

演唱的特殊表演、欣赏以及传播方式决定了词的通俗性。俗词俗

语在词中的大量使用使之具有生动尖新的审美效果，有些文人甚

至以俗词创作闻名，如黄庭坚词“酷似曲” ，被后人称为“蒜

酪体” 。这种风格与传统诗歌的审美追求有很大的悖离，而与

后代的曲却有明显的血缘关系，正如明代徐渭《南词叙录》所

云：“其曲，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”，后人因之如此界定诗、

词、曲三者在风格上的不同：诗欲雅，曲欲俗，词则在雅俗

① 页。

② 年版，第

页 。

③

公木：《宋代美学思潮序》，霍然著，长春出版社 年版，第

李调元：《雨村词话》卷一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

刘体仁：《七颂堂词绎》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 年版，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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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。

其次，从创作与消费群体来看，词具有平民化和市民化的倾

向。传统诗文是士大夫文人立德立言，以求不朽的载体，从先秦

以来，文学创作就是贵族的特权。而当贵族门阀制度走向崩溃的

时候，文学创作又使文人成为精神的贵族，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表

现着只属于文人阶层的文化品格，如宋代诗歌就集中地体现着士

大夫阶层对生命存在的感悟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，诗文还成为文

人自我标榜和志趣相投者之间精神交流的工具，文人的创作总是

刻意地和大众拉开距离。但唐宋词从一开始就属于大众，它所表

现的是城市平民式的生活体验，繁荣的商业经济和奢靡的城市生

活为它提供了现实的土壤，冶游之风的盛行又使文人和市民阶层

之间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一方面，文人词的创作常常是为了

满足歌妓乐工的要求；另一方面，城市勾栏瓦舍形形色色、生动

刺激的市井文艺又吸引着文人阶层，他们用词这一非正统的文学

形式进行着学习和尝试，活泼生动的形式，几乎不受道德伦理约

束的情感抒发，都使词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感情。词（包括文

人词）在民间则有着更为迅捷的传播途径和广泛的应用范围，

青楼瓦肆、酒店街头到处是唱词的人和听词的人，这些词可以是

城市百姓和市井艺人自己的创作，也可以是文人词，许多词人都

是借助于市井艺人而名扬天下，从柳永到苏轼，从秦观到周邦

彦，几乎所有的唐宋词名家都是市井百姓“率知崇爱”的词人。

在以往的文学发展中，从来没有像词这样能真正打破士庶界线，

被大众所共同喜爱的文学样式。

第三，从文学功能而言，词开始了文学从政教功能向娱乐功

能的转化。曲子词用来“娱宾遣兴”的观点几乎成为两宋词家

的共识，从《花间集序》之所谓“用资羽盖之欢”开始，娱乐

一直是大多数文人作词的首要动机，如陈世修《阳春集序》说

南唐词人冯延巳“以金陵盛时，内外无事，朋僚亲旧，或当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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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，多运藻思，为乐府新词，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，所以娱宾而

晏几道遣兴也 《小山词序》云：“沈十二廉叔、陈十君龙家

有莲、鸿、苹、云，品清讴娱客，每得一解，即以草授诸儿。吾

三人持酒听之，为一笑乐而已”；范开《稼轩词序》说辛弃疾作

词“苟不得之于嬉笑，则得之于行乐”；黄昇辑《绝妙词选》自

谓“花前月底，举杯清唱，合以紫箫，节以红牙，飘飘然作骑

鹤扬州之想，信可乐也”⋯⋯上述观点代表了宋代大部分文人

的词学观；从宋词的创作而言，词的娱乐功能也十分明显，如词

多应妓应歌之作、多俗词谑词、多文字游戏等等，这些特点多已

为今人发现。然而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思想中，文

学的政教功能往往被视作文学的生命，所谓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

文学功能的设置都是从“厚人伦”、“美教化”的政治功利目的

出发的。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任何建立在肉体欢乐基础上的个人需

要或情感要求不仅违反了文学的创作规范，而且还被视为个人人

品的污点，所以说，正统文学思想对政教功能的过度重视，在某

种程度上泯灭了文学作为人学最起码的功能 文学作品首先应

该是个人的，然后才是社会的；首先应该是审美的，然后才是政

治的。而唐宋词（尤其在南渡以前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致，娱

乐几乎成为词最重要的用途，这一功能设置自有其局限性，本书

无意为此辩护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词的娱乐功能体现了

与传统相悖的新型文学观，它有益于对旧有文学陈式的突破，有

益于文学创新，词那富有活力的风貌也正部分地得益于此。在此

以后，戏剧小说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娱乐性，这代表了一种新的

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。

由此可见，唐宋词正处在雅文学向俗文学、士大夫文学向平

民文学、政教文学向娱乐文学的转化边缘，文学转型的各种迹象

在它的身上已经初见端倪，新的文学特征预示着文学的发展将向

新的方向转移，这些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与诗歌审美以及诗教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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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悖离的“异类”特征。“异类”的文学需要“异质”文化的

支持，所以说词的“异类”特征暗示着传统文化内部正在发生

商业文化正在不断的裂变，新的“异质”文化力量 崛起，

并且改变着唐宋时期的整个文化格局：以农耕文化为正统和主流

的传统文化结构必须面对并承受新兴的异质文化的冲击，商业文

化的作用已不容忽视，它逐步改变着社会心理，影响着文学的创

作，词就是较早受其影响的文学样式之一。

但是，需要强调的是，唐宋词具有“异类”文学特征的观

点是在承认其仍属于传统文学范畴的前提之下提出的。文学转型

的完成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，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即质变的

发生必须以量变为基础，词“异类”特征的出现就是在保持传

统文学基本性质不变基础上的部分“异化”和裂变。本书的目

的只是希望能从这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“异类”特征中，挖掘文

学丕变的文化根源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唐宋词在整个文学发展史

中的特殊地位，以便对词这一艺术奇葩作尽量真实的历史定位。

第二节　　关于（唐）宋词文化学研究的思考

宋词研究一直是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宋代

至今，有志于振兴词学的学者就一直耕耘于这一并不算开阔的研

究领域，而且取得了不亚于诗学理论的成果。尤其是 世纪以

来，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，词学研究也走上

了现代化的道路，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，现代文化理念的冲击，

都促使词学研究向着多角度、多层次的方向展开，这些研究所带

来的不仅是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复原，更为传统文学增加了在当代

的生命力，它所包含的是现代中国学者对本土文化的深层反思，

这一反思超越了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盲目的文化虚无主义，成

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必由之路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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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所有试图从文化学角度对宋词展开新研究的学者都提到

了（唐）宋词的特殊性，吴熊和先生就曾经在其论著《唐宋词

重印后记》中指出：“许多事实表明：词在唐通论 宋两代并非

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。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

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，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，人们的社

交方式，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，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

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。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，在相当长的

时间内，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。不妨说，词是在综合上

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一文化现象。”吴

先生将唐宋词视做“文学一文化现象”，为唐宋词的研究开扩了

视野。在他的带动下，许多中青年学者纷纷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

来重新考察唐宋词的文学和文化意义：“唐宋词的意义和价值，

不仅是审美的，而且是历史的；不仅在文体史上构筑了一座艺术

丰碑，同时还展现了它赖于繁衍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，是唐宋

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层面。⋯⋯唐宋词给我们留下的，既是一

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文体，又是一部为其他文体所不可替代的社会

文化启示录。” 研究者试图通过研究宋词与宋代诸多文化现象

的联系，来对这一特殊性进行准确定位，他们从《东京梦华

录》、《梦粱录》、《西湖老人繁盛录》、《都城纪胜》等宋人笔记

中梳理钩沉，以期重现两宋城市生活的原貌，他们的工作是细致

而周密的，宫廷里巷、风景名胜、歌馆酒楼、道观寺庙都被纳入

了研究的视野，文人、歌妓以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生活

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。毫无疑问这些研究都为宋词文化学研究的

展开提供了充分的史料依据。然而，宋词文化学研究是否就应以

此为终极目标呢？就我们所接触到的论文和论著而言，唐宋词在

文化学上的特殊性并没有因此得到充分的揭示，学者们常常只将

①沈松勤：《唐宋词社会文化学论纲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 年第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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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唐宋词与燕乐的风行、歌妓制度、文人的社交

方式以及其他形而下的风俗习惯之间的直观联系。有些“文化

学研究”走的实际只是风俗研究。浮光掠影也罢，精雕细琢也

罢，其价值高则类似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文字说明，低则有猎

奇媚俗之嫌。而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文化现象的罗列多于深层次

的分析、机械拼装式的比较多于本质联系的挖掘。文化学研究既

然已经成为宋词研究的一种方法（而且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方

法），就不应满足于对唐宋文化现象做平面化的浏览，也不应停

留于创设新的观察视角，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以

及理论体系，以期对唐宋词以及它所代表、所依赖的文化精神作

纵深研究。而我们的思考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。

一　　关于文化概念以及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思考

“文化”是一个大概念，可以大到无所不包，但它一旦进入

特定的研究领域，过于全面则将失于笼统。因此在文化学的范

畴，对这一概念，有三个层面的理解：表层的器物文化、中层的

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。而深层的精神文化，专指人类实践

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、价值体系、思维方

式、人伦观念、审美情趣等。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

借用“冰山”来做形象化的比喻：表层的器物文化和中层的制

度文化犹如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，它们是显性的，但是却只是文

化的一小部分，而且受深层精神文化的制约。同时，精神文化必

须以显性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为载体，才能发挥其作用，西方

文化学研究者认为：

严格地说，文化①不是能够目睹的行为和语言，以及这

①这里的“文化”概念是指精神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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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东西的产物。（中略）（文化）是以一定的样式进行一定

活动的能力，而不是进行一定活动的本身。它们无一是实体

性的。因而，我们必须研究这种“精神”的产物（中

即明确的行动、语言、动作，以及人们的活略） 动、

工具、房屋、田地等实体的成果。

文化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，它具有更高一层的含义，它是人

的精神，是人类文类文明 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。因此，史料的

罗列仅仅是文化研究的开始而远非其终结，复原历史也仅仅是为

了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，文化学研究者所要做的是透过社会发

展 即人类对外在世中的历史事件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本质

界（包括自然和社会）所提出的挑战的回应方式以及对自身存

在状态的认识方式。显然，这里的文化既有别于大文化概念，也

不同于通俗用法中的“文化”。

同样在文化与文学的相互关系中，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作

用也许是显著的，但正如丹麦文艺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谓：“文学

史，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，是一种心理学，研究人的灵魂，是

灵魂的历史。” 也就是说，社会文化对文学发展实施有效而持

续作用的部分正是精神文化，当器物在时间的隧道中最终化为灰

烬、当制度在历史事变中被迫发生变化时，精神文化仍以潜在的

巨大作用影响甚至左右着文学的发展方向。换一个角度，从某一

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文学和文化特征，可以反

①克拉克洪：《文化概念》，转引自［日］石田一良著《文化史学：理论与方

法》，王勇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 页。第

这里的“文明”是指人类的创造活动以及成果，参见［日］石田一良著

《文化史学：理论与方法》，王勇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页。，第

［丹麦］勃兰兑斯：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
一分册引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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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，这正所谓“观一叶而知秋”。因此对词

进行“文化学研究”，实际上是挖掘唐宋词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社

会文化心理，以寻找支持词以及后来城市文化和文学样式发生发

展的文化力量。曲子词，作为唐宋时代的文学样式，固然与音乐

制度、歌妓制度乃至官吏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制度以及当时

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唐到五代再到

宋，其间制度与风俗之改变是显著的，为什么这些改变并没有影

响词作为独特文体样式而存在的本色特征？这说明，在唐宋词的

发展中，具体的文化现象影响之所及只能是它的表现形态，而非

其本质。而同时，与宋词并存的宋诗，又表现出了与之迥异其趣

的文学和文化风格，为什么共时态存在的两种文学样式会有如此

大的差异呢？社会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而笼统的作用

与反作用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学的发展

处在一个多维的作用场中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力对词

的作用是均等的，文学本身的独特性也制约着文学对它周围的文

化生态所采取的适应方式：抗拒或者顺应；从文化的角度而言，

新的文化力量只可能在适宜的人群和适宜的文学样式中找到自己

的“代言人”。可见，唐宋时代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只能视为词

发展的大背景，而唐宋词的文化本质则需要更深入的解析才能最

终水落石出。

众所周知，宋词之所以能在唐诗之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，

凭借的正是这一文体的创新性和开拓性，它的娱乐性、它的商业

化、它的俗艳美、它的富贵气都与抒忠臣孝子之情、言仁人义士

之志的文学传统相去甚远。我们说，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是社会

文化的反映，而唐宋词所反映和揭示的既不是文人诗歌所代表的

正统文化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所表现的田园文化，其

价值不仅在于它在文学上的创新和开拓揭开了文学发展的新篇

章，更在于它透露了肇自宋代的文学转型得以实现的文化基础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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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新的文化力量，我们称之为市民文化也罢，城市文化也罢，

商业文化也罢，打破了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文化格局的平衡状态，

引发了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革新。词的所谓“社会文化启示录”

意义也许正在于此。

二　　关于方法论的思考

现代历史观认为，历史不仅是作为过去的人类活动，同时也

意味着现在的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，历史包含“事实的历

史”和“叙述的历史”两层含义。因此，对历史的研究，必然

是以历史思考为前提的，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，在人类历

史的发展长河中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环环相扣，过去已经逝去，

但并非不存在，“过去作为一种作用于现在的力，只能存在于现

在之中，在现在之中经解体 ，过去以促进或、变形才得生存”

者妨碍的方式作用于现在，从而获得在现在中的延续。而文化精

神在这一历史延续性中的作用尤为突出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

须面对上一个时代甚至更远古的从前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神，这

丝毫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，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于

他们可以有选择地扬弃文化遗产。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，具有

连续性，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者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正在

于其影响将超越时间的限制，因此历史研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审

视过程。唐宋时代的文化精神有着自身的时代特征，与前代有着

很大的区别；但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它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

精神的延续和发展，这种区别来自于由新的经济政治因素造成的

文化环境的改变，来自于主体的新的文化要求，我们将之理解为

这一时代的主体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阐发，也未尝不可。因

①克罗齐：《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》，转引自［日］石田一良著《文化史学：

理论与方法》 页。，王勇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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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虽然曲子词的主要发展阶段集中在唐宋两代，但是，促成其

发生、发展、衰亡以及变形的文化因素却远远超出了这两个时

代。基于这一历史事实，本书对唐宋词的文化研究向上追溯到了

魏晋南北朝，向下则着重研究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以及由它所开

创的文学传统对后代文学的影响。

但是从静态的维度而言，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当时的

社会状态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，每一种文化精神也都必然带上特

殊的时代烙印，文化本身也具有它自身的构造，研究文化实际上

就是要深入把握构成某一文化特质的基本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的组

成规律。如果说，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，那么

静态的研究则是后人把握历史真实的必要手段，这两者的统一才

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。

因此，（唐）宋词文化学研究理应是在史料汇总基础上的深

入研究，理应是在平面化基础上的纵深，所以我们设想，对

（唐）宋词作文化学的研究应该是纵向的考察，也应该是横向的

审视；应该是动态的史的把握，也应该是静态的现象的分析。纵

向的史的考察和把握，应着重于文化格局的历史性变化，文化思

想的继承和新变，以及这些变化对文学发展、对唐宋词发展的长

期的有效的影响。宋代是一个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，这是

封建正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，但又是新的异质文化崛起的转折时

期，继承与创新，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色，文化发展呈现

出一个生动的流变的过程，因此对宋词的文化学研究必须将其置

于广泛而长远的文化流变中进行，从词的孕育发生到繁荣兴盛，

直至衰亡枯竭，无不与从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，文学

史的研究必须与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，文学文化学研究才有可能

具备有效作用；横向的现象的审视和分析，应着重于文化力量在

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现状，以及对文学所实施的不同的作用。某

一种文学现象处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，必然受到各种文化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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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、各种文化力量的影响，但这种种影响并不是散乱而孤立的，

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碰撞和融会。在不同的文化圈中，针

对不同的受者，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作用大小都会有所不

同。唐宋时代多种文化因素之间的矛盾斗争，以及不同文学形式

之间的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，都使词的发展始终处在一个多维的

文化空间之中；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曲子词在士大夫文人阶层和市

民阶层的发展历程是截然不同的，因此，体认当时具体的文化环

境是重现历史真实、把握历史规律的惟一途径。本书力图以静态

与动态相结合，史的把握和现象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对唐宋词

作文化学的审视，来确定唐宋词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

地 位 。

第三节　　反叛与依附

关于商业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

一　　关于商业文化的界定和说明

正如上文所论，所谓文化是“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

值的共业也” 。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，包括了人类在社会历史

发展过程中所创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，而狭义的文化

则特指精神财富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：“物质生活的生产

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。不是人

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，相反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

意识。” 文化必然受到特定时代特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

约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文化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我们

通常将这种经济形式理解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，然而中国的农

①梁启超：《什么是文化》，载《学灯》 年 月 日。

②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卷，人 页。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


第 15 页

耕经济具有它的特殊性，它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完全封闭式的庄园

经济，在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之外，还包含着手工业、商业等

多方面的经济成分。不同的经济形式必然形成不同的文化内质，

商业经济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繁荣就为商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

基础。同时，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这一特殊的经济基础之上，也

形成了既务实内敛又开放包容的特征，实际上，在两千多年的发

展历史中传统文化正是以它特有的包容性涵化了外来的以及它内

部所滋长的各种异质文化，从而不断扩充着其内部的活动空间，

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。传统文化内部各种文化力量的消长

形成了特殊时代的独特文化景观，也造就了汉民族异彩纷呈的文

学和艺术成就，商业文化也正是以传统文化范畴下的亚文化形态

而存在的。中国古代特殊的经济形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商业文化

的异质性将始终处在被主流文化（农本文化）所包容和改造境

遇之中。

从文化本身而言，宗教、法律、先例、风俗、习惯等文化因

即集体观念的形式而存在的，也就素是以“一般精神” 是

说它为整个社会所共有，不会随着个体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或消

失。然而，作为个体的人而言，他不仅受集体观念所约束和控

制，还必然有个人的富有特征的意识形态，而且这种个人意识还

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增强。因此在文化发展中存在着这样一个

“二律背反”：一方面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秩序、凝聚力、认同

感和稳定性的来源，文化的进化意味着文化同质性的不断增强；

另一方面，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在与他所属的文化持续不断

的联系中发展并反过来对文化产生作用，因此文化又必须照顾个

体的生物和文化需要，这导致了文化自身多样性的不断发展。同

质性和多样性这对矛盾同样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，

所以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整体，商业文化一方面

更多地体现个体的文化需要，显现出“异质”的特征，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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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又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它的“异质”性刺激着

主流文化不断调整内部结构，使之能最大限度地适应新的历史时

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需要。可见，商业文化之所以形

成，从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言，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

结果；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，是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反映，

是个人文化需要日益高涨的结果。而商业文化最终在唐宋时代并

未实施对传统文化和现存社会结构的解构，则是由商业经济在封

建社会和制度下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，传统文化由其包容性所

带来的生命力也使商业文化的破坏性消融于传统文化对它的某些

因素的吸纳之中。

商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在城市，因此城市既是商业文化发展的

“温床”，又是其最主要的作用场，然而，城市又是封建统治的

政治中心，也就是正统文化的“大本营”，这两种文化力量的冲

撞、渗透和消融造就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。在城市这一特殊的

文化圈中，这一对概念可以有多种称呼，从经济基础而言，可称

之为农本文化与商业文化；从性质而言，可称之为正统文化与异

质文化；从审美趣味而言，可称之为雅文化与俗文化；从阶层而

言，则可称之为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。基于上述原因，本书将

唐宋词和商业文化关系的研究置于城市文化圈之中，并将根据不

同的需要，选用不同的名称，本书特于此加以说明，以防概念的

混乱。

二　　商业文化的“异质性”

众所周知，自秦以来在封建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农

业文化，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总是以重农轻商的政策作为立国之

本。但是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

破，商业活动重新活跃起来，商业文化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的空

气里开始萌芽，以集体主义和忠君爱民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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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，取而代之的是以物欲横流为表象的

暂时的个体释放。唐宋两代商品经济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，商

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，并对整个社会生

活和文化心理产生影响。它的异质性也就随着它那迥异于正统文

化的价值观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逐渐暴露出来：

第一，经济价值观。首先表现为拜金主义的思想，这一思潮

总是在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呈上升趋势，如魏晋南北朝时

期，中央集权统治被分裂的社会局势所取代，商业因此得以挣脱

汉代以来严峻的抑商政策的枷锁而有所发展，社会上立刻出现了

拜金主义的世风。晋代的《钱神论》曾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

刻画：

洛中朱衣，当途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巳已，执我之

手，抱我始终，不计优劣，不问年纪，宾客辐辏，门常如

市。谚曰：钱无耳，可使鬼。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。

宋代商业迅猛发展以后，向以清高自诩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

金钱的力量：“有钱可使鬼，无钱鬼揶揄” ，文人作为正统文化

的直接传人，他们半自嘲半嘲世的表述中透露着正统文化力量对

新兴文化观念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和蔓延无可奈何的态度，商业

文化虽然作为隐性文化没有自身的代言人或者自己的历史记载，

但是从它的对立面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拜金主义的思想曾经

怎样影响着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。其次，商业文化的经济价值观

是一个重消费的价值观。节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提倡的美德，

这是由匮乏的农耕经济所决定的。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说，节俭

储蓄有助于调节因社会财富不足而造成的社会矛盾，有助于抵抗

①陈与义：《书怀示友》，《增广笺注简斋诗集》卷三，四部丛刊本。


